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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境外投资企业

( 机构) 名录的数据，从产品提质升级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正处于潜在增

速下行区间的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

量，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且这种提质升级作用在差异

化产品、一般贸易产品中更为突出。从不同类型经营范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

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而咨询服务型不能产生提质

升级作用。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基于已有生产技

术复杂度的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而非生产复杂度自身的提高。

关 键 词 对外直接投资 质量升级 逆向技术溢出 双重差分法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出现大量企业成功“走出去”的案例，吉利控股于 2018 年 2 月以约

90 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戴姆勒 9. 69%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其实，早在 2010 年，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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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就以 18 亿美元从福特汽车手中购得沃尔沃 100%股权，并获得沃尔沃轿车品牌

的拥有权。2018 年 4 月，青岛双星集团又成功控股韩国锦湖轮胎，中国轮胎业最大并

购案宣告收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攀升，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

量为 1961. 5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 2990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 2;按存量计为 13 574 亿

美元，位列全球第 6，直接投资分布全球 190 个国家( 地区) ①。同时，中国潜在经济增

速呈现下滑趋势，1979－2014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为 8. 5%，2015－2020 年预计下降

到 7. 63%，2031－2035 年可能下降到 6. 49% ( 刘伟和范欣，2019)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崛起与潜在经济增速下行现象并存。当前，中国经济亟

待从过去要素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向效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需要中国经济更好融入全球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中

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境外投资企

业( 机构) 名录 3 种数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和双重

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 方法，从产品提质升级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品提质升级有助于提高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优势，

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中国情境下展开这项研究具有一定优势。首先，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在 2000 年

之后发生较大变化，2000 年之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数量都受到相关政策

限制，而 2000 年之后，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开始放松( 见图
1) 。从图 2 可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00 年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断增

加。其次，从图 1 资本项目中对外直接投资子项目开放进程来看，中国资本项目开放

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开放策略，虽然其管制程度呈现向下变化的趋势，但并不连续，每隔

一段时间才会出台一次相关规章制度②。这种渐进开放策略不仅是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WTO) 给出的承诺，也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本文正是

利用这一变化的差异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对样本选择问

题进行考察以及替换产品质量测度方法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其次，对外直接投资

提质升级作用在差异化产品、一般贸易产品中更为突出，相反，提质升级作用并没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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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 1 对外直接投资管制的数据来自 Chen and Qian( 2016) 的研究，他们以 1999 年 1 月为初期，对管制的

评分赋值为 0，当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管制措施时，在前值基础上加 1;当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管制放松的时候，在前
值基础上减 1。



图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制程度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Chen and Qian( 2016) 的研究。

图 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 2000－2013 年)
数据来源:根据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数据

计算。

现在同质性和非一般贸易产品中。再次，根据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提供的经营

范围信息，本文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生产制造、咨询服务等类型，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

投资显著提高产品质量，咨询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能发挥提质升级作用。逆向技

术溢出取决于生产活动，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渠道主要是逆向

技术溢出，而非资讯获取带来的中间投入品质量的改进。最后，通过直接考察影响机

制变量及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的作用渠道主要是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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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上的逆向技术溢出，即基于已有生产技术复杂度的创新能力提升。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和相关理论阐述; 第三部分是数据

和方法说明;第四部分是经验研究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扩展性分析和影响机制分析;

最后为本文主要结论。

二 文献回顾和理论阐述

本研究与两方面文献有关。一方面是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产

品质量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产品

质量测度方法的完善，关于产品质量提升因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已有研究集中在

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提升对最终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上，利用关税下降、中国加入
WTO等外生冲击展开分析( Bas and Strauss-Kahn，2015 ; 许家云等，2017 ; Fan et al. ，

2018) 。此外，融资约束也能通过影响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创新投入行为进而影响

最终产品质量( 张杰，2015) 。这些影响因素也扩展到产品标准( Hu and Lin，2016 ) 、

进口种类( 张永亮和邹宗森，2018 ) 、劳动力技能 ( Verhoogen，2008 ) 、人口结构 ( 铁瑛

和何欢浪，2019) 、外商直接投资( Anwar and Sun，2018 ) 、企业杠杆率( Bernini et al. ，

2015) 、上游垄断 ( 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 ) 以及出口目的地 ( Brambilla and Porto，

2016) 等方面。

另一方面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影响的研究。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

包括汇率、要素市场扭曲、融资约束、生产率以及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等 ( Chen and

Tang，2014 ; 王碧珺等，2015 ; 田巍和余淼杰，2017 ; Mourao，2018 ; Yan et al. ，2018 ;

Chen et al. ，2019) 。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还包括过剩产能的转

移。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贸易壁垒、保持并扩大全球市

场份额以及更好为客户提供服务，进而影响海外市场产品销售，有助于消化国内过

剩的产能( 李雪松等，2017) 。这种对过剩产能的转移有可能对本国就业产生影响，

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空心化”( Konings and Murphy，2006 ; Yamashita and Fukao，

2010) 。这一问题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

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而言能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诸多作用，同时

也能对母国产生影响。首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学习机制，其跨国活动往往产

生更多知识和技术积累，出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Chen and Tang，2014 ; Fu et al. ，

2018) 。逆向技术溢出指的是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吸收了被投资国的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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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由此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艺，提

高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具体而言，这种溢出涉及 3 个方

面，第一是海外研发外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研发活动对母国产生影响;第二是经营成

果反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海外生产经营获得先进的管理知识、经营理念等对母国产

生影响;第三是内部整合，跨国公司进行内部资源整合，包括核心技术的渐进转移，从

而对母国产生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来实施赶超战略。

其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多海外市场信息和战略性资源，从而有助于母国

企业的产品创新( Child and Ｒodrigues，2005;Wang et al. ，2012) 。企业因此可获得更丰

富的海外中间投入品信息，有助于提高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中间投入品质量是

影响最终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待检验假说，即对外直接投资有

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可能的影响渠道包括生产技术复杂度、创新能力以及进口中

间投入品质量。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提出并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的另一个途径，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显著影响。已

有文献更多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 Huang and Zhang，2017) 、企业创新( Fu

et al. ，2018) 、产能利用( 李雪松等，2017) 以及就业( 顾雪松等，2016;李磊等，2016) 的

影响，从出口产品质量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其次，识别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产

品质量的机制。一些文献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资讯获取视角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

母国企业生产率、创新的影响 ( 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 刘莉亚等，2016; Huang and

Zhang，2017) ，也有研究分析了产品质量升级的路径( 许家云等 2017; Fan et al. ，2018;

祝树金和汤超，2020) 。本文则结合这两支文献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升级的路径，通过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范围进行分类来进行初步的机制识别，随后

估计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逐一分析影响机制。最后，补充了出口

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现有研究主要切入角度是贸易，如 Khandelwal et al.

( 2013) 分析了出口配额消除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价格的影响; Bas and Strauss

( 2015) 考虑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影响; 王永进和施炳展
( 2014) 则从上游垄断视角分析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张杰( 2015 ) 还从融资约

束角度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 Bernini et al. ( 2015) 考察了企业杠杆率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 Anwar and Sun( 2018) 利用中国行业层面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以上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分析

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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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和方法说明

( 一) 数据说明和处理

1. 数据说明。本文共使用了 3 个数据库。首先是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企业年度调查的数据。参照 Cai and Liu( 2009) 与 Yu

( 2015) 的思路，本文按照以下步骤对数据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处理。第一，删除总资

产、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职工人数和销售额缺失的样本;第二，删除职工人数小

于 8 的样本;第三，删除了本文所使用变量有缺失的样本; 第四，删除企业识别代码缺

失和成立时间无效( 成立月份小于 1 或大于 12) 的样本。其次是 2000－2013 年中国海

关数据库。海关数据库提供了研究出口产品质量需要用到的产品价格和数量信息。

海关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且数据具体到交易层面。最后是境外投资企业 ( 机

构) 名录数据。该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包括 1980 年以来在商务部备案的对外直接投

资境内企业信息。该名录没有提供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数据，且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外机

构只在成立年份出现，不包含此后撤销或追加投资的信息，因此本文的分析聚焦在企

业是否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一行为上。

2. 数据匹配过程。本研究的出口产品质量需用海关库提供的产品价格、数量、出

口目的地等信息，因此需要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按照
Yu( 2015) 的方法，运用企业名称、邮编、电话号码将两个数据库数据进行了合并处理。

首先运用企业名称进行匹配，其次运用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 7 位进行匹配。在两轮

匹配中，只要有一轮匹配成功，那么该样本便纳入本文的分析。根据海关数据库数据

的涵盖年份，匹配后的样本年份同样也是 2000－2013 年。此外，本文研究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是否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还需从匹配后的数据中识别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的企业，本文将企业名作为识别信息将匹配后的数据再次与境外投资企业 ( 机构) 名

录进行匹配。

3. 变量说明。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出口产品质量。我们采取 Khandelwal et al.

( 2013) 与 Fan et al. ( 2018) 的方法估计产品质量。海关库提供的是交易层面的信息，

本文首先加总交易层面的数据( HS8 位码) 得到每个企业每年每种产品( HS6 位码) 在

出口目的地的出口数量和价值，然后计算每个企业每年每种产品在出口目的地的价

格，以此作为估计产品质量的基础。

假定家庭效用函数不仅包括消费品数量，还包括产品质量，效应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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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
N

t
si ln［∫∈

q( ) τi /σi x( ) ( σi －1) /σid］σi / ( σi －1) ( 1)

其中，U为效用，q( ) 为同一种类中具有特征 产品的质量，x( ) 为同一种类中

具有特征 产品的数量，σi 为产品 i 的替代弹性，si 表示产品 i 在家庭整个消费支出

中的比重，τi 为产品质量差异的范围。求解家庭效用最大化，可得:

x( ) = siＲPσi －1
i q( ) τi p( ) －σi ( 2)

其中，Ｒ为家庭总的消费支出，Pi 为产品 i 的价格指数，p( ) 为同一种类中具有

特征 产品的价格。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ln x( ) = － σi ln p( ) + τi ln q( ) + ( σi － 1) ln Pi + ln si + ln Ｒ ( 3)

本文利用 Broda and Weinstein( 2006) 中 2 位码行业的替代弹性展开估计。当考虑

企业产品时，本文将企业下标 f加到上式之中，并且消费支出取决于出口目的地 c 的

经济景气程度，该需求因素随时间 t变化，可以用 αct来表示，产品 i的价格指数和其消

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可以用 αi 来表示，由此得到以下表达式:

ln xfict + σi ln pfict = αi + αct + εfict ( 4)

ln xfict + σi ln pfict作为被解释变量，产品、出口目的地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作

为解释变量，回归所得残差项即为产品质量，又称为有效产品质量①。本文利用海关

库提供的交易层面数据，按照( 4) 式估计产品质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将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

年份及之后的年份设为 1，否则为 0。我们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 ( 1 ) 企业年龄，用

调查当年减去开业年的差值来表示，回归使用企业年龄的对数。( 2) 企业年龄对数的

平方。( 3) 企业规模，用企业从业人数的对数表示②。企业年龄和规模的组合能较好

地度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年龄越大，规模越大，其越容易通过外部融资获

取资金。Hadlock and Pierce( 2010) 提出企业规模和年龄的组合可以衡量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制约了企业的资源投入，从而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4 ) 利润

率，用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该变量可以衡量企业运营和生产的效率，运营和生产效

率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积极影响( Huang and Zhang，2017) 。( 5) 杠杆率，用负债除以资

产表示，Bernini et al. ( 2015) 发现企业杠杆率会影响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进而影

响出口产品质量。( 6) 国有控股情况，用企业是否为国有控股这一虚拟变量表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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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Fan et al. ( 2018) 的研究，产品质量为 ln(

)

qfict ) τi =

)

εfict。

由于企业年龄有 0 值，即调查当年成立的企业，所以企业年龄的对数为企业年龄加 1 之后的对数。后
文同。



是国有控股，该变量为 1。国有企业可能存在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也可能反映在

出口产品质量上( 王海成等，2019) ①。此外，本文也控制了企业－产品( HS6 位码) －出

口目的地和产品( HS6 位码) －年份固定效应②。

( 二) 研究方法说明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相对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较少，会导致回归分析中

存在高维度匹配问题( Ｒosenbaum and Ｒubin，1983) 。因此，本文采取 PSM方法筛选出

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相似的企业，包括实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处置组) 和实际未对

外直接投资企业( 控制组) 。本文采取 DID 方法对匹配样本进行分析，识别对外直接

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PSM部分，本文采取 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虚

拟变量，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年龄的对数、企业年龄对数的平方、企业规模、杠杆率、利润

率及国有控股情况，这些变量均在 1%处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③，同时控制了 2 位码

行业和地区( 省级) 固定效应。在得到倾向匹配得分后，我们将校准半径设为 1%，采

取一对多的方式进行匹配，总共获取企业样本 47 608 家。其中，占观测值 14. 9%的企

业进行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平均成立时间约为 11 年，有 7. 1%的企业为国有控股企

业。表 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匹配后部分平衡性检验的结果④。OFDI 和 Non OFDI 代表有对外直

接投资和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本文分别比较了这两类企业的相关特征在匹配前

和匹配后的差异。从匹配的事后检验看，匹配后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利润率、杠杆率

及国有控股情况差异都出现了显著减小，Bias 的绝对值均较匹配前有所下降。此外，

匹配前这些变量在 OFDI 和 Non OFDI 企业的差异基本都显著异于 0，而匹配后，OFDI

和 Non OFDI企业的差异均不显著。本文基于 PSM 后的样本，利用 2000 年之后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管制的逐步放松事实来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具体计量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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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有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国有绝对控股指的是国家资本比例大于等于 50%，而国有相对控股
指国家资本比例不足 50%，但高于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或拥有实际控制权。
后文如无特别说明，产品固定效应均指 HS6 位码产品。
这里采取 logit模型逐年进行回归，但由于 2000－2004 年匹配数据库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较少，

因此本文先将 2000－2004 年样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回归，然后依次对 2005－2013 年样本逐年进行回归。
由于本文采取的是逐年匹配，为节约篇幅，本文仅报告了 2013 年匹配后平衡性检验结果，其余备索。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产品质量 Quality 根据 Fan et al. ( 2018)
计算的产品质量

1. 036 7. 884 － 25. 714 45. 614 2316 116

对外直接
投资

OFDI
存在对外直接投资行
为的当年及此后年为
1，其他为 0

0. 149 0. 357 0 1 47 608

企业年龄 Age 被调查年－企业开业
年份

11. 071 8. 316 0 54 47 608

企业规模 Employee 从业人数( 千人) 0. 780 2. 021 0. 008 105. 149 47 608

杠杆率 Leverage 负债 /资产 0. 560 0. 245 0. 4e － 3 3. 967 47 608

利润率 Profit 净利润 /资产 0. 053 0. 097 － 0. 525 0. 534 47 608

国有控股 Soecontrol 国有控股为 1，其他
为 0 0. 071 0. 257 0 1 47 608

说明:产品质量为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变量;其他均为企业－年份层面的变量。

表 2 平衡性检验的部分结果

2013 年

均值 Bias( % ) p ＞ | t |

OFDI企业 Non OFDI企业

ln Age 匹配前
匹配后

2. 566
2. 557

2. 346
2. 568

40. 4
－ 2. 1

0. 000
0. 475

ln Employee 匹配前
匹配后

－ 0. 383
－ 0. 428

－ 0. 948
－ 0. 439

59. 4
1. 1

0. 000
0. 746

Profit 匹配前
匹配后

0. 059
0. 059

0. 037
0. 059

24. 1
－ 0. 2

0. 000
0. 948

Leverage 匹配前
匹配后

0. 545
0. 544

0. 559
0. 539

－ 5. 3
1. 7

0. 033
0. 663

Soecontrol 匹配前
匹配后

0. 097
0. 088

0. 044
0. 097

21. 1
－ 3. 4

0. 000
0. 352

Qualityfict = Constant + βOFDIft + Xftγ + δfic + τit + εfict ( 5)

其中，Quality为出口产品质量; Constant为常数项; OFDI 为关键解释变量，即企业

是否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OFDI随时间变化，因此是渐进性 DID 设定。X 为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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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提质升级作用体现于出口到某地区的产品在对

外直接投资后出现了质量变化，需要识别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维度的质量变化。

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的固定效应( δfic ) 。此外，企业核

心产品所处领域出现技术突破，从而使企业进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该技术

突破也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为控制产品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我们还在模型

中加入了产品－年份的固定效应( τit ) 。ε为误差项，γ 为待估参数向量，β 为本文所关注

的待估参数。参照 Moulton( 1990) 的建议，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

四 经验研究结果分析

表 3 报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本文关注的关键解释变量 OFDI 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由于控制了企业－

表 3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基准回归

Quality

( 1) ( 2) ( 3)

OFDI
0. 671＊＊

( 0. 336)
0. 666＊＊

( 0. 337)
0. 703＊＊

( 0. 338)

ln Age
0. 647
( 0. 672)

0. 378
( 0. 669)

( ln Age) 2
－ 0. 116
( 0. 163)

－ 0. 048
( 0. 165)

ln Employee
0. 309*

( 0. 179)

Leverage
0. 420
( 0. 335)

Profit
3. 361＊＊＊

( 1. 228)

Soecontrol
1. 167
( 0. 806)

样本量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Ｒ2 0. 992 0. 992 0. 992

说明:表 3－9 以及表 11 和 13 中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和产品－年份固定效
应。*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在企业层面的标准差。如无
特别说明，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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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目的地固定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提质升级作用体现在企业出口到某地区

的产品质量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后有所提升。所有模型设定均加入了企业－产品－出口

目的地和产品－年份固定效应，前者吸收了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企业－产品、产品－

出口目的地、企业－出口目的地的固定效应; 后者吸收了年份固定效应，这意味着计量

模型考虑了未观测到的因素，Ｒ2 均超过 0. 99，表明模型拟合效果非常好。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企业规模和利润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

模越大，企业利润率越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越高。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关

键变量，规模较大企业往往面临较低的融资约束程度，能将更多资源投入产品提质升

级的活动。较高的利润率也使企业能将更多盈余用于研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表明

企业运营效率是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此外，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

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差异。叶静怡等( 2019) 发现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和创新

效率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较低。但国有企业的研发

创新行为与非国有企业的差异体现在二者从事不同类型的研发创新，国有企业更多从

事基础性研发创新，根据不同创新指标进行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比较，得到结果可能

存在差异。

本文还根据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提供的经营范围信息，将对外直接投资分

为咨询服务、贸易销售、研究开发及生产制造 4 种类型。具体使用目录中经营范围信

息关键词进行分类，如我们将经营范围信息中有“研发”和“开发”的企业划分为研究

开发类;有“销售”“批发”“贸易”及“经销”等，划分为贸易销售类; 有“信息”“调研”

及“咨询”等，划分为信息咨询类;有“生产”“制造”及“加工”等，则将其划分为生产制

造类。对于未能识别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本文进行人工识别，再将其纳入以上 4

个分类中。在分类后，贸易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最多，达到 2984 个，生产制造型

数量次之，为 961 个，咨询服务型和研究开发型分别为 700 个和 468 个①。根据对外直

接投资类型，本文设立是否为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 OFDI_prod) ，企业

在进行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当年及此后年份为 1，其他为 0。类似的，本文还设

立是否为贸易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 OFDI_trad) ;是否为研究开发型对外

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 ( OFDI_ tech) 及是否为咨询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

( OFDI_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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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范围存在多种类型，本文将存在多种类型的情况依次划分到相对应的类别中，

如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制造和研究开发，那么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是生产制造同时也是研究开发。



本文对每种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按照前述匹配规则逐年进行 PSM，然后根

据( 5) 式采取 DID方法依次对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及其匹配样本进行回归

分析。表 4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从中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经营类别企业的影

响并不完全一样，对生产制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作用显著为正;而对贸易

销售、研究开发和信息服务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作用不显著。生产制造能

产生逆向技术溢出，从而有助于本国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获得更多竞争优势。而

研究开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海外研究开发这一

逆向技术溢出渠道并没有发挥作用，可能与该类数据样本偏少，且研究开发风险大、周

期长有关系。后文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4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与产品质量升级

Quality

生产制造 贸易销售 研究开发 咨询服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OFDI_prod
2. 194＊＊

( 1. 044)
2. 207＊＊

( 1. 074)

OFDI_Trad
0. 590
( 0. 460)

0. 588
( 0. 453)

OFDI_Tech
－ 1. 355
( 2. 447)

－ 0. 921
( 2. 188)

OFDI_Info
0. 174
( 0. 934)

0. 223
( 0. 926)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82 212 782 212 2035 429 2035 429 394 793 394 793 763 725 763 725
Ｒ2 0. 997 0. 998 0. 993 0. 993 0. 998 0. 999 0. 995 0. 995

说明:控制变量包括 ln Age、( ln Age) 2、ln Employee、Leverage、Profit和 Soecontrol，限于篇幅未报告
其估计结果，备索。后表同。

前文研究是基于 DID 模型设定，比较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

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层面上的产品质量。DID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满足

平行趋势条件。因此，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定，本文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Quality
fict

= Constant + β －4OFDI
－4
ft + β －3OFDI

－3
ft + β －2OFDI

－2
ft

+ β －1OFDI
－1
ft + β +1OFDI

+1
ft + β +2OFDI

+2
ft + β +3OFDI

+3
ft

+ β +4OFDI
+4
ft + β +5OFDI

+5
ft + Xftγ + δfic + τit + εfic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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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FDI － 1、OFDI － 2及 OFDI － 3分别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 1 年、前 2 年和前 3

年，OFDI － 4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 4 年及此前年份。相应的，OFDI + 1、OFDI + 2、OF-

DI + 3、OFDI + 4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 1 年、后 2 年、后 3 年和后 4 年，OFDI + 5为进行对

外直接投资后 5 年及此后年份。基准年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当年，即估计系数均与对

外直接投资当年相比。图 3 展示了关键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在对外

直接投资前，估计系数在 0 值附近，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

业产品质量的差异非常小，并不显著，DID的平行趋势得以验证。第二，对外直接投资

的提质升级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后的第 3 年最为显著，随后开始下降，并趋于 0。对

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作用存在明显的动态特征，不同时段效果并不相同。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果估计

五 扩展分析和影响机制探讨

( 一) 企业－年份和企业－产品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前文的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所得估计系数均支持了本文假说，验证了对外直

接投资的提质升级作用。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考虑了标准误双向
聚类( two way cluster) 的情况，包括在企业－年份层面和企业－产品( 2 位码) 层面聚类，

前者假设误差项在企业－年份存在相关，后者假设误差项在企业－产品( 2 位码) 存在
相关，考虑到产品质量是 6 位码产品上度量，以上两种相关性可能都存在。本文依然

采取( 5) 式展开估计，表 5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关键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在考虑标准误双向聚类情况后，本文所得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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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双向聚类

Quality

( 1) ( 2) ( 3) ( 4) ( 5) ( 6)

OFDI
0. 671＊＊

( 0. 306)
0. 666＊＊

( 0. 308)
0. 703＊＊

( 0. 303)
0. 671*

( 0. 360)
0. 666*

( 0. 359)
0. 703＊＊

( 0. 34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聚类标准误 Cluster at企业－年份 Cluster at企业－产品( HS2)

样本量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Ｒ2 0. 992 0. 992 0. 992 0. 992 0. 992 0. 992

说明:控制变量中 ln Age和( ln Age) 2 表明回归中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对数和其平方。后
表同。

( 二) 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

不同类型产品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Ｒauch( 1999) 的研究发

现，企业在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方面的定价存在显著差异。同质性产品往往是标准化

的产品，这类产品的特征是标准化程度高，意味着质量升级难以体现在这类产品中。

相反，异质性产品是具有差异性的产品，企业拥有更多的定价权，这类产品的质量提升

将带来更多收益，企业有动机参与该类产品质量的升级过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提

高产品质量的效应更多体现在差异性产品上。

根据 Ｒauch( 1999) 的产品分类，本文将产品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具体而

言，首先将产品 HS6 位编码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

cation，SITC) 进行匹配，其次根据 SITC中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分类将海关数据库中

的产品分为同质性产品和异质性产品( N) ，同质性产品进一步分为交易所报价( W) 和

贸易出版物报价( Ｒ) 产品。表 6 第( 1) －( 3) 列分析对象为异质性产品;第( 4) － ( 6) 列

分析对象为同质性产品。从估计结果来看，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第( 1) －( 3) 列

中都显著为正，而在第( 4) －( 6) 列中均不显著。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提质升级作用

只在异质性产品中存在。

( 三) 一般贸易和非一般贸易产品

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产品可能有不同提质升级效果。本文按贸易方

式将出口产品区分为一般贸易和非一般贸易产品。一般贸易是指购买原材料加工后

产出出口的贸易方式;非一般贸易则包括加工贸易( 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等) 、易货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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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贸易、转口贸易等。加工贸易类产品主要通过进口组装方式进行生产，订单需

求往往比较确定，该类产品对提质升级要求并不高，因此本文预计对外直接投资的提

质升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般贸易产品上。我们对每一个分类都重新计算出口产品价

格和估算其质量，并将分类后产品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仍采取 PSM 方法进行匹配
( 匹配规则与前文一致) ，然后使用( 5 ) 式进行回归，表 7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表 7

第( 1) －( 3) 列中被解释变量为一般贸易对应的产品质量，第( 4) －( 6) 列中被解释变量

为非一般贸易对应的产品质量。从估计结果看，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第( 1 ) －

( 3) 列中都显著为正，而在第( 4) －( 6) 列中均不显著。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提质升

级作用只在一般贸易产品中存在，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能显著提高非一般贸易出口产品

质量。

表 6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和同质性

Quality

异质性产品 同质性产品

( 1) ( 2) ( 3) ( 4) ( 5) ( 6)

OFDI
0. 766＊＊

( 0. 385)
0. 766＊＊

( 0. 385)
0. 812＊＊

( 0. 387)
0. 086
( 0. 314)

0. 001
( 0. 292)

－ 0. 013
( 0. 29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样本量 1841 642 1841 642 1841 642 198 856 198 856 198 856

Ｒ2 0. 992 0. 992 0. 992 0. 997 0. 997 0. 997

表 7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一般贸易和非一般贸易产品

Quality

一般贸易产品 非一般贸易产品

( 1) ( 2) ( 3) ( 4) ( 5) ( 6)

OFDI
0. 662＊＊

( 0. 321)
0. 625*

( 0. 320)
0. 536*

( 0. 308)
－ 0. 797
( 0. 696)

－ 0. 767
( 0. 689)

－ 0. 829
( 0. 61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样本量 1576 526 1576 526 1576 526 766 884 766 884 766 884

Ｒ2 0. 992 0. 992 0. 992 0. 993 0. 993 0.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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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产品质量测度的替换

前文分析中产品质量测度依赖于效用函数的设定。基于 Fan et al. ( 2018 ) 和
Khandelwal et al. ( 2013) 研究估算的产品质量可通过替代弹性转换。本文样本经过替

代弹性调整后的产品质量与原产品质量的相关系数为 0. 816，在 1%水平显著。为进

行稳健性检验，我们采取了经过替代弹性调整后的产品质量( Quality_r) ，回归模型依

然为( 5) 式。表 8 第( 1) － ( 3) 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正，表明前文结论依然成立。

此外，考虑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转移本国相关生产活动，从而影响企业出口行

为。因此，我们在( 4) 式中加入解释变量 OFDI，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出口

目的地进行匹配，得到( 7) 式，其估计所得残差项为产品质量，记为( Quality_ofdi) 。加

入 OFDI后重新计算的产品质量与原产品质量的相关系数为 0. 999，同样在 1%水平

上显著。我们将 Quality_o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用( 5) 式进行估计。表 8 第( 4) －

( 6) 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

ln xfict + σi ln pifct = αi + αct + ρOFDIfct + εfict ( 7)

表 8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产品质量测度的替换(一)

Quality_r Quality_ofdi

( 1) ( 2) ( 3) ( 4) ( 5) ( 6)

OFDI
2. 886*

( 1. 544)
2. 875*

( 1. 542)
2. 817*

( 1. 567)
0. 604*

( 0. 340)
0. 600*

( 0. 340)
0. 631*

( 0. 34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样本量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Ｒ2 0. 994 0. 994 0. 994 0. 992 0. 992 0. 992

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品出口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还将对

外直接投资类型作为解释变量加入( 7 ) 式，并以无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作为基准组，得

到( 8) 式:

ln xfict + σi ln pfict = αi + αct + ρ1OFDI_prodfct + ρ2OFDI_salefct
+ ρ3OFDI_techfct + ρ4OFDI_infofct + ρ5Trade_ordfict

+ ρ6Trade_mixfict + εfict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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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区分贸易方式，设立一般贸易虚拟变量 Trade_ord，属于一般贸易，设为
1，否则为 0;混合贸易虚拟变量 Trade_mix，属于混合贸易，为 1，否则为 0①。通过( 8)

式，本文重新估计产品质量( Quality_type) ，再次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提质升级效应，

以及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提质升级方面的差异②。表 9Panel A报告了具体估计结

果。OFDI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依然支持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提质升级作用的假说。

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本文首先采取逐年进行 PSM方法获取与其比

较的控制组，而后再展开分析。表 9Panel B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从中可知，生产制造

型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提质升级作用，与表 4 结论一致。此外，本文还利用重新估计

的产品质量分析了不同产品类型、不同贸易方式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提质升级作用。表
9Panel C和 D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均支持了本文结论。

( 五) 样本选择问题

企业出口产品的品种可能会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或其他原因发生变化，导致产品品

种上的样本选择问题。我们采取两种方法来应对这一问题。首先，仅采用在企业－产

品－出口目的地维度上有至少 3 次出口行为的样本展开研究，将短暂出口即退出的样

本排除在外。依旧采取( 5) 式进行回归。表 10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关键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在第( 1) －( 3) 列均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了样本选择问题后，本文结论依

然成立。其次，在企业－出口目的地－年份维度计算产品品种数量( Variety) ，即某企业

在某年出口到某目的地的产品种类数量。我们将该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OFDI 作为

关键解释变量，基于( 5) 式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品种数量的影响。与( 5 ) 式

不同的是，此处考虑的是企业－出口目的地和年份固定效应。分析的前提假定是由于

订单事先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立即改变之前订单确定的出口品种，如果对

外直接投资使企业改变出口产品品种，那么出口产品品种数量会发生变化③。表 10

第( 4) 和( 5) 列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在第( 4) 列中关键解释变量为 OFDI 当期值，第
( 5) 列中关键解释变量为滞后 1 期的 OFDI。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出口产品品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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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层面可能同时存在一般贸易和非一般贸易，这种情况称为混合贸易。前文分析
是按照一般贸易和非一般贸易分类加总产品总量和产品价值，因此不用区分混合贸易。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在产品质量估计方程中加入 OFDI的建议。
订单的时滞性是国际经济学中 J曲线效应所隐含的假设，J曲线和马歇尔－勒纳( Marshall-Lerner) 条件相

关，也与考察的时间期限相关( Artus and Knight，1984;钟伟等，2001 ) 。由于旧订单不会立即退出，如果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没有改变产品品种，那么企业产品品种并不会改变( 由旧订单决定) ;相反，如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改变

了产品品种，那么这种改变会体现在新订单产品品种变化上。



表 9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产品质量测度的替换(二)

Quality_type

Panel A ( 1) ( 2)

OFDI
0. 670＊＊

( 0. 329)
0. 691＊＊

( 0. 33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316 116 2316 116

Ｒ2 0. 992 0. 992

Panel B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OFDI _prod
2. 317＊＊

( 1. 146)
2. 081＊＊

( 1. 027)

OFDI_Trad
0. 234
( 0. 510)

0. 226
( 0. 504)

OFDI_Tech
－ 1. 119
( 2. 447)

－ 0. 715
( 2. 133)

OFDI_Info
0. 169
( 0. 954)

0. 249
( 0. 947)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82 212 782 212 2035 429 2035 429 394 793 394 793 763 725 763 725

Ｒ2 0. 997 0. 997 0. 992 0. 992 0. 998 0. 998 0. 995 0. 995

Panel C 异质性 同质性

( 1) ( 2) ( 3) ( 4)

OFDI
0. 736*

( 0. 376)
0. 769＊＊

( 0. 378)
－ 0. 168
( 0. 370)

－ 0. 245
( 0. 35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41 642 1841 642 198 856 198 856

Ｒ2 0. 991 0. 991 0. 996 0. 997

Panel D 一般贸易 非一般贸易

( 1) ( 2) ( 3) ( 4)

OFDI
0. 596*

( 0. 318)
0. 517*

( 0. 292)
－ 0. 740
( 0. 703)

－ 0. 775
( 0. 696)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76 526 1576 526 766 884 766 884

Ｒ2 0. 992 0. 992 0. 993 0.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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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样本选择问题

Quality Variety

( 1) ( 2) ( 3) ( 4) ( 5)

OFDI
0. 471*

( 0. 265)
0. 468*

( 0. 264)
0. 521＊＊

( 0. 258)
0. 687
( 0. 423)

OFDI － 1
0. 492
( 0. 648)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固
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企业－出口目的地固定效
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98 322 1498 322 1498 322 32 902 24 240

Ｒ2 0. 977 0. 977 0. 977 0. 806 0. 811

( 六) 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再考察

前文根据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 名录提供的经营范围信息，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 4

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 PSM，并基于此展开分析。下面我们
对仅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不区分类型) 进行 PSM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本文根据对
外直接投资类型设立 4 个虚拟变量，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是生产制造，那么 Type_
prod 为 1，否则为 0 ;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是贸易销售，那么 Type_trad 为 1，否则为
0 ;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类型是咨询服务，那么 Type_info 为 1，否则为 0 ; 如果对外直接
投资类型是研究开发，那么 Type_ tech 为 1，否则为 0。我们将新设立的虚拟变量与
OFDI 的交互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研究开发类型对外直接投资为基准组再次进
行回归。表 11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OFDI × Type_prod 以及 OFDI × Type_info 的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制造和咨询服务型

的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作用更显著。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回归与表 4 的回归有两
点不同。第一，回归样本不相同，表 11 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PSM 后样本，表 4

是基于每一类型对外直接投资 PSM 后的样本。第二，此处回归加入交互项，并以研
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基准组，所以交互项系数反映的是该类型与研究开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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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表 4 关键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直接反映的是该类型对外直接投

资的提质升级作用。

表 11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质量升级: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再考察

Quality

( 1) ( 2) ( 3)

OFDI × Type_prod
1. 514*

( 0. 833)
1. 559*

( 0. 842)
1. 465*

( 0. 828)

OFDI × Type_trad
－ 0. 320
( 0. 462)

－ 0. 323
( 0. 463)

－ 0. 199
( 0. 465)

OFDI × Type_info
1. 880*

( 0. 996)
1. 860*

( 0. 993)
1. 902*

( 0. 991)

OFDI
0. 003
( 0. 414)

－ 0. 047
( 0. 41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ln Age^2

控制

样本量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Ｒ2 0. 992 0. 992 0. 992

( 七) 影响机制: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

前文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提质升级的作用，那么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有哪

些? 理论上，产品质量提升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中间投入品质量提升、生产技艺复杂度

提高以及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会提高

企业生产技艺，包括提高生产技艺复杂度和其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企业进

行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获取更多海外资讯，帮助企业找寻生产更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生

产商，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质量。

本文依次对这 3 个影响渠道进行分析。我们参照施炳展和曾祥菲( 2015) 与祝树

金和汤超( 2020 ) 的研究，采取 Khandelwal et al. ( 2013 ) 的方法计算进口产品质量

( Quality_imp) ，同时也用进口产品价格对数( ln Price_imp) 度量进口中间产品质量。

海关数据库并没有提供进口产品的用途，我们根据 BEC( Broad Economic Category) 分

类标准对产品种类进行划分，设定 111、121、21、22、31、322、42 及 53 这 8 个类别为中

间投入品，并利用 BEC-HS96、BEC-HS02、BEC-HS07 和 BEC-HS12 对照表将 BEC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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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码与海关数据库中的产品编码进行匹配。海关数据库提供的是 HS 8 位码，本

文首先将 HS8 位码转为 HS6 位码，再将其与 BEC中的中间投入品代码匹配。我们仍

在企业－产品－进口来源地－年份层面计算进口产品质量和进口产品价格，回归模型依

然为( 5) 式，表 12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其中第( 1 ) － ( 3 )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进口产

品质量;第( 4) －( 6)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进口产品价格。从估计结果看，关键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促进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的提升。

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提升并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制。这与

区分对外直接投资类别的估计结果相似，资讯服务类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发挥提高出

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我们认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提质升级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

生产技术复杂度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表 12 影响机制分析: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

Quality_imp ln Price_imp

( 1) ( 2) ( 3) ( 4) ( 5) ( 6)

OFDI
0. 085
( 0. 160)

0. 083
( 0. 160)

0. 127
( 0. 157)

－ 0. 034
( 0. 021)

－ 0. 034
( 0. 021)

－ 0. 032
( 0. 02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未控制
ln Age
( ln Age) 2

控制

企业－产品－进口
来源地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年份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75 387 975 387 975 387 975 387 975 387 975 387

Ｒ2 0. 741 0. 741 0. 740 0. 925 0. 925 0. 925

( 八) 影响机制:生产技术复杂度

企业制造最终产品过程中组装多少种类中间投入品的能力会影响最终产品质量。

高质量的最终产品往往具有较复杂的工艺，这种生产工艺体现了组装多少种类中间投

入品。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使企业掌握更复杂的生产技艺，从

而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本文在企业－产品－进口来源地维度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品种

类( Import_num) 。

我们借鉴 VanderWeele( 2016) 的研究建立以下中介效应模型。其中，( 9 ) 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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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复杂度渠

道影响产品质量，那么对外直接投资会对生产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此时控制住生产

技术复杂度渠道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解释力度将下降。( 10) 和( 11 )

式分别进行了以上两个步骤的考察，表 13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第( 1 ) 列中，OFDI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提质升级作用。那么这个作用的渠道是不
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通过第( 2 ) 和( 3 )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

现，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提高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种类，OFDI 在第( 2) 列中的估计
系数并不显著。此外，在生产复杂度代理变量纳入出口产品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

型中，其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生产复杂度渠道影响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
Qualityfict = Conm1 + βm1OFDIft + Xftγm1 + δm1，fic + τm1，it + εm1，fict ( 9)

ln Import_numft = Conm2 + βm2OFDIft + Xftγm2 + δm2，fic + τm2，it + εm2，fict ( 10)
Qualityfict = Conm3 + βm3OFDIft + πm3 ln Import_numft

+ Xftγm3 + δm3，fic + τm3，it + εm3，fict ( 11)

表 13 影响机制分析:生产技术复杂度

Quality ln Import_num Quality

( 1) ( 2) ( 3)

OFDI
1. 029＊＊

( 0. 521)
0. 007
( 0. 008)

1. 027＊＊

( 0. 521)

ln Import_num
0. 266
( 0. 4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51 886 1851 886 1851 886

Ｒ2 0. 995 0. 999 0. 995

( 九) 影响机制:企业创新能力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可以使企业掌握更复杂的生产技艺，也有助于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产品提质升级。与王文春和荣昭
( 2014) 的方法一样，本文将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例( Newprod) 作为企业创新能力
的代理变量，并建立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Qualityfict = Conr1 + βr1OFDIft + Xftγr1 + δr1，fic + τr1，it + εr1，fict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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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prodft = Conr2 + βr2OFDIft + Xftγr2 + δr2，fic + τr2，it + εr2，fict ( 13)
Qualityfict = Conr3 + βr3OFDIft + πr3Newprodft + Xftγr3 + δr3，fic + τr3，it + εr3，fict ( 14)
其中( 12) 式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13 ) 和( 14 ) 式分别

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创新能力对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表 14 报告了具体估计结果。在第( 1 ) 列中，OFDI 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提质升级作用，与前文结论一致。这个作用的渠道
是不是企业创新能力? 通过第( 2) 和( 3 )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OFDI 估计系数在
第( 2) 列中显著为正，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对
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这种提高是否影响了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创

新能力代理变量估计系数在第( 3 ) 列中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创新能力助推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同时 OFDI 估计系数较第( 1) 列出现明显下降，从 0. 703 下降到 0. 654，说
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企业创新能力渠道对产品提质升级产生影响。中介效应模型
的估计结果验证了企业创新能力作用机制。这一结果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
级的作用渠道主要基于已有生产技术复杂度的创新能力提升，而非提高生产技术复

杂度。

表 14 影响机制分析:创新能力

Quality Newprod Quality

( 1) ( 2) ( 3)

OFDI
0. 703＊＊

( 0. 338)
0. 079＊＊＊

( 0. 029)
0. 654*

( 0. 336)

Newprod
0. 618*

( 0. 3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316 116 2316 116 2316 116

Ｒ2 0. 987 0. 992 0. 992

六 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 2000－2013 年微观数据，从产品提质升级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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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本研究发现，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的作

用在差异化、一般贸易产品中更为突出;再次，从不同类型经营范围的对外直接投资

来看，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高产品质量，咨询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并

不能产生提质升级作用，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渠道主要是逆向

技术溢出，而非资讯获取带来的中间投入品质量改进; 最后，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

的作用渠道主要是集约边际上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增加进口中

间产品种类，从而可以推断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提高企业使用技术的复杂度，生产技

术复杂性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升级的作用渠道。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本国企业可

以基于已有生产技术复杂度，充分利用已有进口中间投入品，通过研发创新来提高

出口产品质量。

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2 年以来已经连续 8 年低于 8%，连续 4 年低于 7%，过去依

赖要素投入、忽视效率和环境保护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亟待向效率驱动型，

甚至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不能只依赖于廉价要素

投入维系低价竞争模式立足于国际市场，而需要紧抓提高产品质量这个关键来提高

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中，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规模( 流量) 不断增大，在 2015 年首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 流量) 规模①。

本文的发现可以在这两个现象间建立联系，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

升产品质量，从而有助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重

“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重“质”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中国应当进一步鼓励

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能带来显著知识和技术外溢的领域进行投资，使更多企业

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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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Yu Jingwen; Peng Hongfeng; Li Mengxi

Abstract: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ＲI) was launched，China＇s scale of outward direct in-

vestment ( ODI) has shown a significantly growing trend. In this context，we might wonder: what kind of

influence can ODI have on the Chinese economy，especially in its current stage of declining potential eco-

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the ODI effect on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based on a combined dataset formed

from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Chinese Customs database and Chinese firms＇ ODI infor-

mation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ODI can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

ding; second，the ODI quality upgrading role is more prominent in differentiated and general trade com-

modities; third，there is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ODI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business scope. ODI with

a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business scop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upgra-

ding，while presenting it in acquiring market information，Ｒ＆D，and commerce and sales has no impact.

Finally，the O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s further reflected in improving firm innovation capabil-

ities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existing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rather than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e tech-

nological complexity itself．

Key word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quality upgrading，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difference-

in-difference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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